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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

１９４２—１９４３ 年河南特大灾荒时期的赈灾义演∗

郭 常 英　 　 　 贾 萌 萌

摘　 要：１９４２—１９４３ 年河南各种自然灾害并发，加之战乱、政府腐败等人为因素的影响，造成了河南特大灾荒。 在

救济河南灾荒过程中，除政府组织的赈灾举措之外，全国各地民间团体组织的义演筹款活动非常醒目。 赈灾义演

是以戏剧、话剧演出，赈灾游艺会及体育义赛为主要类型的社会活动；赈灾义演的组织者以各类民间团体、社会知

名人士为核心，特别是各地河南同乡会发挥了积极作用。 作为赈灾的重要辅助手段，义演补充了赈灾资金的不足，
为抗战救国培育国民精神，显示了民众在重大灾难之时的互助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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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４２—１９４３ 年河南发生特大旱灾，饿殍遍野，
灾情严重，救灾形势极为紧迫，因此除政府组织赈灾

之外，社会民间团体或者个人通过义演活动筹募资

金，不同地区共同捐款捐物救济灾区民众的情况纷

纷出现。 晚清以来，民间力量通过多种方式参与赈

灾，日益成熟的义演活动逐渐成为民间赈灾的常见

形式。 目前，学界虽然对河南大灾之时的赈灾情况

有所关注，然而仅在河南灾荒史研究中略有涉及，义
演救灾问题尚无专文研究。①近代义演始于赈灾，面
对河南严重的灾荒局面，各地民间组织组织的义演

活动为河南灾民筹募到一定的救灾资金，对河南灾

荒救助发挥了积极作用，从中可见民间力量在这次

河南灾荒救助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笔者不揣浅陋对

此进行探讨，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１９４２—１９４３ 年河南灾荒及赈灾形式

河南是自然灾害多发地区，近代以来各种自然

灾害频繁发生。 １９４２—１９４３ 年的灾荒是民国历史

上的大灾荒，也是近代历史上罕见的大灾荒。 此次

发生在河南的灾荒是多种灾害并发形成的，既与旱

灾、水灾、蝗灾、霜灾等自然灾害有关，又与战乱、政
府腐败等人为灾害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１９４１ 年，河南各地已经受到各种灾害的影响，
据资料记载：“豫省近半年来，战旱水雹霜蝗各灾，
无所不有，灾情惨重。 报灾县份，截至六月底止，已
达百余县之多。 受灾县份，计受战灾者有南阳唐河

等二十三县、受霜灾者有灵宝等八县、受旱灾者有内

乡等三十七县、受雹灾者有项城等二十四县、受水灾

者有潢川等十一县、受蝗灾者有扶沟一县。”②由于

当时灾民尚有前期的余粮，未能酿成大灾。 而 １９４２
年灾情仍继续蔓延，“今春（指旧历）三四月间，豫西

遭雹灾、黑霜灾，豫南豫中有风灾，豫东有的地方遭

蝗灾”，“八九月间临泛各县黄水溢堤，汪洋泛滥，大
旱之后复遭水淹，灾情更重”。③ “豫省本年灾情惨

重之成因，即由于水灾、旱灾、蝗虫灾、风灾、雹灾同

时波及，在蝗虫灾区则地无绿色，枯枝遍野。”“其灾

旱区之麦田，高不盈尺。”④１９４３ 年，灾情愈演愈烈，
豫西、豫北发生特大蝗灾，豫南、豫东水灾严重，饿死

人的现象更加普遍。 “全河南一百一十县，三千万

灾民，都正挣扎在死亡线上。”“广武县， 从去年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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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到今年三月饥饿致死者有八千三百七十二人，逃
亡外出者三万三千一百八十八人，全县各村落中只

剩二万多饥民。” “灾荒期间，新郑全县逃出者凡四

万七千六百三十三人，死亡者一千三百八十五人，合
计占全县人口的四分之一。”“郑州，这河南大都会，
最近三月间，两周内饿死人口一千七百名。” “三月

一日，郑州警察局捕获一个杀子而吃的‘凶狠的’老
婆婆。”“灾民们什么都卖，年轻的老婆，或十五六岁

的女儿也贩卖给了去灾区贩人的贩子。”⑤通过不同

报纸的记载，可知当时灾害多么严重，之后的饥荒又

是多么惨烈！
除自然灾害的影响外，日本侵华战争与国民政

府官员腐败等人为因素影响，也加剧了河南灾情。
正如灾荒史专家邓云特指出的那样：“战争亦为造

成灾荒之一人为条件。 战争与灾荒，此两者在表面

上本有相互影响之关系。 质言之，战争固为促进灾

荒发展之一有力因素。”⑥毋庸置疑，战争更导致灾

害的扩大和延伸。 而此时，河南还是中日对抗的重

要战场。 当时，河南三面临敌，豫北、豫南、豫东为日

占区，可谓“半壁沦陷”，日军的侵略除了侵占中国

领土、掠夺资源之外，也对侵占区的工农业生产造成

严重破坏。 豫东还有部分地区为国民党占领，当时

有汤恩伯、蒋鼎文等国民党的驻军，驻军敲诈勒索、
肆意掠夺。 双方的军需自然加重了当地百姓的经济

负担。 受战争与自然灾害的双重影响，此次河南大

面积的旱灾，虽然没有光绪三年和 １９２０ 年的灾荒那

么严重，但是反映出来的灾象、民众的怨惧，以及百

姓遭受的饥饿和痛苦，却比前两次严重。 主要因为，
抗战期间，河南民众承受了很重的经济负担，除少数

富户外，一般农民已毫无存储。⑦当时有报纸文章呼

吁：“河南三千万灾胞有三百万人已经饿死，流亡他

省的二百万，不立即救济即将饿毙者一千五百万，另
外的一千万也都在奄奄一息了！”⑧这里透露的受灾

人数，再次反映灾荒给河南造成的灾难是多么的严

重，灾民真的是“待赈孔殷”！ 加之一些官员隐匿灾

情、政府救灾迟缓、官员贪污肥己等人为因素影响，
灾民不能得到及时救助，灾情在进一步扩大。

河南灾荒爆发之后，很快引起全国各地的广泛

关注，在各方呼吁下，重庆国民政府、河南省政府均

采取一些救济措施。 如重庆国民政府派员到豫勘查

灾情、拨款赈灾、开设粥厂、办理平粜、采购粮种等。
河南省政府开展的救济工作，主要分为四个阶段：第

一阶段，自灾荒发生至 １９４２ 年 １０ 月，侧重灾情调查

及救灾计划与办法的拟定，包括勘灾、减征实征购数

额、制定救灾原则与救灾计划；第二阶段，自 １９４２ 年

１０ 月至 １９４３ 年 １ 月，按照已定计划及办法实施救

济，包括赈款、赈粮、平粜、救济灾民、工赈、扶植生

产、节约消费等；第三阶段，自 １９４３ 年 ３ 月至 ６ 月，
此期为春荒严重时期，救济措施包括地方自救、节食

救灾、设立粥厂、收养灾童、保护灾贫农民不动产等；
第四阶段为救灾善后工作，如招抚流亡灾民归耕，切
实兴办农田水利、防治疫病、减免田赋积欠、赓续收

养灾童等。⑨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救灾措施，在一定程

度上收到了成效。 如 １９４２ 年，河南省当局拨款 １００
万元，实行以工代赈，“在鲁山、临汝、宝丰、叶县、宜
阳等县掘土井 ２８１７９５ 眼，浚塘 １１０７ 口”⑩。 政府的

这些措施，本来是想通过以工代赈的方式既救济灾

民，又兴修水利，实现一举两得的结果，但由于官吏

的腐败，以及救灾资金严重不足等问题，整体救灾效

果有限。 如 １９４２ 年 １０ 月，国民政府拨款 ２ 亿元救

济河南灾荒，但直到次年 ３ 月，只有 ８０００ 万元到达

灾区。 据研究者考证：“政府官员们把此款留在省

银行里生利息，而喧闹地讨论着作何用途。 在某些

地区，当钱款分发到挨饿的村庄里的时候，当地官员

收到此款后，扣掉了农民所欠的税款，甚至国家银行

都克扣赈款。”因此，实际送到灾民手中的赈款少

之又少，并未达到赈灾的预期效果。 可知，国民政府

的救灾工作在一定程度上会起到促进生产、挽救灾

民作用，但整体而言效果非常有限。
在灾荒救助过程中，民间团体以及个人纷纷贡

献力量。 由于灾情严重，不仅河南当地的民间力量

较早开展了一系列的赈灾活动，而且全国各地的民

间团体也纷纷开展救助行动。 各地救灾活动有募捐

筹款、广设粥厂、设立收容所、开办难童学校等方式。
如 １９４３ 年，浙江大学学生发起“赈济豫灾”运动，该
校教授陈耀寰将自己保存的木刻作品献出，以组织

“赈灾木刻画展”的形式募集资金，并将出售门票和

卖画所得 ２２００ 余元，全部用于赈济河南灾民。还

有记载，上海从事修鞋行业的毛先生，听说河南的旱

灾极其严重，以至于到了人相食的程度，他便以修鞋

资金救助豫灾，“以劳力所得五百元助赈”。 河南

灾荒时期的民间救助，参与者非常广泛，民间团体或

个人等以各种形式积极参与，以力所能及的方式支

援河南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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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民间赈灾形式很多，除上述之外，非常引

人注意的是赈灾义演，此类活动非常显眼，而且形成

一定的规模和气势，如上海华北急赈会，这是 １９４３
年上海各界为救助华北灾荒发起成立的慈善团体，
救济豫省灾民也是该会的主要工作内容。 华北急赈

会通过一系列义演活动筹募经费，举行赛马、演出义

务剧，组织足球、篮球义赛，兼及募物义卖与募捐

等，其多种多样的筹款方式在当时影响极大。 在

该会赈灾活动宣告结束时，收到的各界捐款就达

１１２３０４２２．３４ 元，利息也有 ５４４６８．８８ 元。 据报纸统

计，该会救灾支出为：赈粮 ５４６１８４９． ８５ 元，赈款

４１８０００００ 元。

战乱与灾荒交织下的河南民众处于极度危困之

中，赈济灾荒工作刻不容缓，民间力量为救灾积极行

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政府对河南灾害救济的不足。
民间赈灾义演以多样的筹款方式，表达民间力量的

存在与贡献。

二、赈灾义演的类型

为赈济河南灾荒而开展的筹款义演，当时主要

以戏剧、话剧演出，赈灾游艺会及体育赛事等形式进

行，多样的筹款演出吸引着观众参与，赈灾筹款活动

普遍展开，为筹募河南灾荒救济资金发挥积极作用。
１．传统戏剧筹款义演

中国戏剧历史悠久、种类繁多，为广大人民群众

所喜闻乐见，是具有较强吸引力的社会文化活动。
１９４２ 年大灾荒期间，豫剧艺人常香玉正旅居陕

西。 当她得知老家巩县（今河南省巩义市）遭受大

旱、乡亲四处逃荒时，率先在宝鸡开展义演，为家乡

赈灾筹款。 在旅陕河南同乡会支持下，常香玉经常

演剧筹款。 对逃难至陕西的河南学子实施救助，是
河南旅陕同乡会与常香玉合作的结果。 １９４２ 年灾

害发生后，有很多河南学生逃亡外省，逃至西安避难

的难民学生就有不少。 当时西安的建华小学、兴豫

学校等民办教育机构专门招收沦陷区的失学、辍学

儿童，还包吃包住给予支持，常香玉多次义演筹款给

予帮助。 随着难民的增多，学生也逐渐增多，学校面

临资金不足的困境，如建华小学收容难民学生却仅

有一个教室，学校教室远不够用。 常香玉在同乡会

支持下，义演豫剧一个月筹募资金，将售票所得作为

募捐费用，新建两个教室，扩大了该校收容学生的能

力和规模，使难民学生有了上课的地方。常香玉以

豫剧演出形式进行筹款助赈，有明确的针对性，也具

有典型意义。
１９４２ 年，同样因为河南重大灾情，河南旅桂同

乡会邀请当地平剧艺人及票友，于 １２ 月 ５ 日至 ７ 日

在桂林三明大戏院举办平剧义演。 当地报纸详细报

道了这一件事：“本市各著名票友及艺员均参加，人
材整齐，戏码充实，为本市平剧界一盛会。”此次平

剧义演，演出剧目有《拾黄金》 《古城会》 《生死恨》
《花木兰》《花田错》《三娘教子》《鸿鸾禧》《四进士》
《御碑亭》 《黄鹤楼》 《宝莲灯》等传统名剧，深受戏

剧爱好者的欢迎，募捐效果显著。 义演结束后，相关

报刊对筹款数目进行了报道：“公演平剧七天，各界

热烈赞助，共筹得赈款约一百万元云。”从所得赈

款可见，此次戏剧演出获得圆满成功。
１９４３ 年 ２ 月，河南旅滇同乡会为了豫灾筹赈，

发起成立“筹赈豫灾募捐委员会”，组织平剧义演筹

款，并形成声势。 据报纸消息，“本月二十六日起公

演平剧五日”，收入汇给河南灾区民众。 “开幕前

行营刘参谋长耀扬以河南同乡资格，出席报告豫省

灾胞现况，闻者感动。”报纸显示，此次义演原定五

日，实际演出七日。 组织者将戏剧演出作为赈灾宣

传平台，使更多当地民众了解河南灾情，对灾民给予

更多同情和支持。
２．话剧义演筹款

话剧是以对话方式为主的戏剧表演形式，兼有

少量唱歌及音乐等，是一门综合艺术表演。 话剧通

过舞台对话展现剧情、表达主旨，有较为广泛的受

众。 这种较新的演出形式更吸引民众，且能够结合

现实灾情排演新戏，因此，话剧义演在筹赈活动中作

用较为突出。
１９４２ 年冬，河南郑州先后遭遇旱灾与蝗灾，郑

县组织救济会，发起了“窝窝头赈灾募捐”义务戏，
演出话剧《灾民泪》，“葛天民饰老贫妇，王重生饰老

贫叟，二人身穿破烂单衣，声泪俱下地说明灾况”，
观众受到演出影响，纷纷对灾民表示同情，“观众中

有以十元钞票送到台上的，随后不断有以五元、一元

关金券捐送者”。观赏话剧者以都市青年群体为

主，剧情表现灾害现实，呈现出河南灾民的困难与痛

苦，带给观众以切身感受，引起民众对灾荒的关注和

救济，现场捐助者非常踊跃。 据统计，《灾民泪》的

这次演出，“共得洋一千三百六十九元五角，而当场

戏票仅售三百六十九元五角”，从售票情形及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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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资金情况可以看出，现场捐助者甚众，该剧通过

情景再现及灾情说明，使观众感同身受，激发起人们

的同情与悲悯，现场捐助资金众多。
１９４３ 年 ３ 月 １３ 日至 １５ 日，遵义浙大剧团在遵

义播声电影院义演，这是针对豫灾赈济而举办的一

次筹款活动。 演出剧目是由邱玺执导的话剧《蜕
变》，该剧全部演职员，均由学生担任。 据记载：“舞
台有模有样，演出效果更佳，场场获得成功。”“遵
义的老百姓在煤气灯的照明下兴致盎然观看，热烈

鼓掌，气氛热烈。”该话剧是由曹禺创作完成的四

幕话剧，内容主要反映抗战现实，“描写一个热爱真

理、积极工作的女医生丁大夫，自动参加后方某伤兵

医院从事抗日工作的故事”，这种具有积极意义的

新剧通过演员的艺术表现，暗示新中国之诞生，必须

经过从黑暗到光明的“蜕变”过程。 特别是此剧的

演出，在筹款的同时，也以表现抗战的现实剧情鼓舞

民众斗志、加强社会动员。 此次义演，既适应了当时

抗战宣传的需要，也为救济受困难民筹募了资金，收
到一举两得的社会效果。

３．赈灾游艺会

河南遭受重大灾荒，严重的灾情，不仅牵动各地

河南同乡会的关切，还有各地的社会精英人士也在

积极为救济河南灾荒组织赈灾募捐。 针对河南灾荒

的筹款义演，还有不同地区举行的赈灾游艺会。
１９４３ 年 ２ 月，以赈灾游艺会为名的中西艺术综

合表演在重庆举办。 据报纸消息，“豫灾筹振游艺

会，于昨（十五）日下午八时半在国泰开幕，各界人

士热心救灾运动，座无隙地。 首由马守义表演魔术，
继由胡蝶女士唱《满江红》，曲调函雅，掌声如雷，继
演《春秋配》《捉放曹》，全场京剧，至十□时余始散。
今（十六）日仍为马守义及胡蝶女士唱大同之声，及
许如辉先生与大同乐会全体伴做，计长魁之《牧虎

关》、卖□善之《空城计》”。 紧接着，２ 月 １６ 日上

午 ８ 时河南省救灾游艺会“举行各组联席会议，除
各组报告外，决议成立宣传委员会，加推周迪生为副

主任，王黎醒、胡家□等为委员。 该会为将豫各地所

寄及该会搜集之灾情影片，编为特刊，共分八大张，
一百余幅，张列国泰戏院门前，举行展览。 又胡蝶女

士在游艺会表演并歌咏，至为精彩，极得观众好评，
后至者无票可买。 末由名票友演《牧虎关》 《空城

计》，至十二时后毕。 今（十七）日仍有胡蝶女士之

表演，预料观众定必更踊跃云”。 其中显示，综合

中西艺术的赈灾游艺会演出中，有各界知名艺人参

与，组织者为赈灾筹款活动进行了周密的准备工作。
另据 １９４２ 年《西安晚报》消息：“河南赈灾筹振

游艺会，于前（二十）晚假新新剧院，开始公演，上午

十二时即售票。 一般观众，均深明大义，争先购票入

座，尤以一乞丐，亦为义之所驱，以一日乞讨所得之

五元，买站票入场，此诚实为楷模。”“今晚之剧目为

宋淑云《老羊山》、常香玉《蓝桥会》，两剧为常、宋二

伶之拿手佳剧云。”多样化的筹款义演在社会上形

成广泛影响，筹款所得成为巩县赈灾款的重要组成

部分，以至于当时在巩县流传着一种说法：“两个省

主席不如一个唱戏的。”其中既隐喻家乡人民对某

些人面对灾情无所作为的不满，也包含着对艺人唱

戏筹款侠义救灾的感激之情。
４．体育义赛筹款

体育赛事作为近代传入国内的新式文化活动，
受都市民众喜爱，随着竞技运动扩展和体育赛事的

发展，多种体育赛事在国内各地普遍展开，逐渐成为

社会大众所喜欢的一种文化活动，特别是大城市上

海具有较大市场。 随着球类活动被广大市民喜爱，
义赛内容日益丰富，成为一种迎合民众心理的筹款

方式。
民间团体通过举办义赛筹募资金，襄助灾民。

在河南大灾荒的赈灾义演中，全国各地的体育义赛

也有很多，是义演活动的一种重要形式。 在重庆，
１９４３ 年 ３ 月，昆明中企篮球队为河南大灾筹款募

捐，与重庆五强队精英———谊联队进行比赛。同年

４ 月，为支持救济豫灾，西安体协与青年会共同举办

系列体育义赛，赛事内容主要有篮球、排球和足球，
活动连续进行了五日，“共收入门票万余元转交灾

区”。 同年 ５ 月，成都各界为救济豫灾民众而举办

赛马会，先后共举行了六场比赛，“所有门票收入，
全部捐作豫灾捐款”。 ５ 月 ６ 日，举行的第三场赛

马比赛，引起观众的极大反响，“观众十万余人，孔
副院长、邹委员亦莅临参观”，比赛精彩激烈，“观众

掌声雷动”。在活动进行时，政府要员当场慨捐十

万元，在其带动下，引发现场观众的捐助高潮，此次

义赛活动取得很好的募捐效果。 随后，当地观众购

票异常踊跃，筹款活动先后进行了六日，该会门票收

入共五十余万元。从所得款项来看，为赈济河南灾

荒而举行的义赛筹款活动取得了圆满成功。
遍布全国各地的赈灾筹款义演，内容丰富、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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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具有艺术门类齐全、演员众多、中西荟萃的特

点，民众参与热情很高，涉及社会阶层非常广泛，从
义演展示以及募捐实效来看，各类义演均有不断增

多的观众。 义演作为当时较为显著的文化现象，体
现出强烈的吸引观众兴趣的特征，为赈灾筹募资金

取得实际效果奠定了良好基础。

三、赈灾义演的组织者

河南特大灾荒发生后，政府赈灾力量严重不足，
各地赈灾义演活动主要由民间团体举办，较多筹款

义演由民间组织筹办，如慈善团体、同乡会赈灾组

织，另有各界知名人士联合艺界共同发起。 因此，在
１９４２—１９４３ 年河南灾荒发生之时，义演组织者主要

分为民间团体与知名社会人士两大部分。
１．民间团体组织义演筹款

近代以来，随着义演活动的不断兴起，由社会团

体举办的义演活动在各地风行一时。 特别在口岸城

市与发展较快的大城市，民间团体与慈善团体随着

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成长，在大灾时期成为赈灾义演

的主导力量。
参与河南赈灾的主要组织是华北急赈会与同乡

会。 华北急赈会是在重大灾情发生后，由上海各界

组成的专门赈灾团体，于 １９４３ 年 ６ 月 ２ 日成立。 该

组织很快举办筹款义演，如“戏校义演成绩” “伶界

筹演义剧”“篮球义赛售票”等，戏校义演成绩显著。
该校为“华北旱灾，倡演义戏，业于本月二日假座更

新舞台举行。 兹将售券所得，连同捐款，计中储券一

万二千零八十二元正（中更新舞台应得假座费二千

零八十五元，又钱宗范君慨捐五百元），送交贵报馆

转充赈款。 一勺之助，聊尽棉薄”等消息，纷纷见

诸报端。 其他义演活动还有“滑稽会串”与游园大

会等。 华北急赈会成立不久，即见报纸公布义演成

绩消息，“昨日大世界举行义演将全部门票所得，悉
数充义举，成绩良好。 俟整理后，即可发表。 又高乐

歌场十二日义舞，点唱及茶资收入暨小神童义演，总
共二万一千九百四十八元八角”。 同时，“急赈足

球赛”也在该会策动下举办，该赛以“华北急赈足球

义赛” 为名， “门券分二十元、五十元、一百元三

种”。据报纸消息，一周捐款数额“（根据各代收银

行报告）总共已达四五二五〇九八三〇元”。 华

北急赈会的筹赈收入是面对华北多个受灾省份，成
立之初即组织义演，成效显著。

灾难发生之时，河南同乡会遍布全国各地。 同

乡会是移民组织，也是具有一定实力的民间力量。
灾情之下，许多筹赈活动由河南同乡绅商代表来引

导，可见同乡会作用日益显著。 在灾难之时，旅外河

南同乡会关注家乡，全力救灾，义演活动令人关注。
１９４３ 年 ２ 月，河南旅渝同乡会邀重庆市名票，在国

泰戏院演出平剧，筹募资金赈济豫灾。 重庆票友虽

然是爱好戏剧的业余人士，但“他们无论在天赋资

质还是唱练功力上，也无论是艺术修养还是实践经

验，并不逊色于某些专业戏曲演员”，票友演剧同

样有较强的吸引力。 演出之前，同乡会还在百龄餐

厅招待了重庆市新闻界，该会常务委员李肖庭在招

待时谈道：“河南灾情承《大公报》 《益世报》及各报

之宣传，一般人始明了其真实性及严重性，今后尚希

各报继续努力报导河南灾情真象，本会则代表河南

灾民三千万申谢。”同乡会通过媒体宣传，让更多

社会民众了解河南灾情，促使演出更能吸引观众，为
赈灾筹款贡献力量。 同时在昆明，河南旅滇同乡会

为豫灾筹款举行平剧公演。 据报纸消息称，参加演

出者众多，“有啸天馆主、鸿君馆主、吟梅馆主、凌云

馆主、颜小鲁、陈豫源、邹功甫、秦郁文、许星五等均

演拿手好戏”，可见河南同乡会为筹款扩大影响做

足了前期准备。
此外，其他各类民间组织也积极参与。 天主教

文化协进会是重庆的宗教团体，１９４１ 年 １２ 月创办，
由在渝天主教文化界人士所组成。 河南重大灾害发

生后，该团体于 １９４３ 年 ２ 月组织义演筹款，特别邀

请中华剧艺社演出名剧《孔雀胆》，演出之前，组织

者为告知观众灾情，先由理事长于斌发表报告，告知

河南灾情以及该会组织演剧筹赈的意义，在观众

中产生了积极影响，使全场观众为之动容，为赈济灾

民增砖添瓦。 鉴于豫省灾情严重，浙江大学专门组

织起“浙大筹振豫灾委员会”，举行星期球赛、木刻

画展、义卖等活动，“预定筹募十万元施振”。 １９４３
年 ２ 月 ２１ 日及 ２８ 日两日，该会邀集本城“各男女球

队作篮足球义赛”，“二日共收入一千四百余元”。

同年 ３ 月，国立中山大学河北同学会鉴于河南灾情

严重，组织筹款演出，连演三日为灾民筹款，总共筹

得款额“国币三千五百十元零一角”，最后还将演剧

时所用的女式旗袍进行了拍卖，以收入充作救济

款。另外，当时国立西北农学院“豫灾学会”也在

为赈济河南大灾进行义演，演出得到观众好评，筹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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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有成效，据记载，此次义演活动募得经费除开支

外，“剩余国币九万五千三百四十六元五角”。 中

华基督教全国联合会也为河南大灾筹募赈款，１９４３
年 ３ 月至 ４ 月，该会组织的义演活动有电影、川剧、
魔术等等。之后鉴于河南灾情极为严重，该会决定

延长筹款时间，继续演剧募捐，“在国泰、升平、新
川、得胜、二川等剧院，再为振济豫灾各演两星

期”。
由社会团体组织和参与的赈灾义演活动事例有

很多，在抗日战争极其困难的环境下各类民间团体

积极参与赈灾活动，表现出为河南灾荒勇于承担社

会责任的精神面貌。
２．社会知名人士是赈灾义演的核心

社会知名人士，指在公众舆论和社会生活中有

身份地位和较大影响的时代人物。 这些人物的知名

度比较高，有一定的号召力，新闻媒体或公众舆论将

此类人物作为关注焦点。 因此，他们组织举办或参

与的义演活动，往往能够获得较大的募捐收益，有助

于义演活动的成功。
宋庆龄是孙中山先生的夫人，在国内政界和国

际上均有一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河南大灾发生

时，宋庆龄正在重庆，她在当地发起“赈济豫灾”国

际足球赛，利用自己的号召力筹集资金。 足球义赛

于 １９４３ 年 ５ 月 １５ 日、１６ 日在川东师范球场举行，有
中、英、韩三国的四支球队参与比赛。 ５ 月 １５ 日，
“孙夫人亲临主持，当步入场内时，六千余观众俱起

立致敬”，“英大使薛穆将士亦随同至场中”，“由英

大使开球”。５ 月 １６ 日，观众倍增，“刘峙总司令开

球并与队员握手称谢，国际友人苏联大使潘友新夫

妇及英军事代表团要员均莅临参观”。 宋庆龄特

殊的身份和社会地位使此次义赛有很强的号召力，
吸引中外人士参与其中，使义赛筹款活动取得了很

好的效果， “净收入为国币十二万五千五百三十

元”。 义赛所募集到的资金，由宝鸡豫灾赈济委员

会根据河南灾情进行分发。 其中 ７５０００ 余元汇交河

南洛阳及巩县“工合”组织，用以灾民生产自救之

资，并帮助 ２００ 多名灾民搬迁至宝鸡，在关键时刻

显现其特殊的号召力与影响力。
各地绅商及各方代表也参与救灾，各地河南同

乡会、地方商会以及军政学各界实力人物，是赈灾义

演活动中的代表性人物，在民间组织中成功绅商较

多具有很高的威望与号召力，因此，在河南大灾筹赈

中极具影响力，自然成为筹款义演的核心人物。
为赈济河南大灾，上海陆续成立一些慈善团体，

均由当地绅商领衔。 闻兰亭、袁履登、徐乾麟、徐朗

西、林康侯等，均为上海商界的著名代表人物，大多

是作为行业巨头、商会会长、商帮领袖，或在文化艺

术界有较大影响的知名人士。 他们的名字经常见诸

报端，作为慈善团体的领袖人物，具有相当的号召

力。 在此河南大灾之时，举办慈善义演筹款赈灾，自
然成为主导赈灾义演的核心人物。 １９４３ 年，他们组

织上海崇德善会，发起筹募救济河北、河南两省旱灾

捐款，４ 月 ９、１０ 两日在皇后大戏院举办义演募捐，
票价收入全部“充作救济灾民之需”。 民间团体

组织赈灾义演，各地均有代表性人物，河南省知名人

士在此时所起作用则更为直接。
张钫在河南有相当的知名度，与政界、军界、商

界以及学界均有密切联系，可谓地方知名人士。 河

南大灾荒之时，张钫与艺界人物保持联系，确定筹款

义演方案，取得筹款。 由于日寇侵略的影响，大灾之

时张钫旅居陕西，任旅陕河南同乡会会长。 他对筹

款活动非常热心，积极倡导义演筹款。 １９４２ 年，为
给前往陕西避难的河南难童创办难民学校———兴豫

学校筹款，张钫倡议并支持常香玉在西安南院门进

行募捐义演。 １９４３ 年，张钫亲自到重庆找豫剧艺

人陈素真，请她到洛阳演出。 陈素真响应义演号

召，历经艰辛回到洛阳进行赈灾筹款义演。 在她的

回忆录中这么写道：“我是个农村出来的土戏子，没
受过高等教育，但是我却有爱祖国、爱艺术、惜老怜

幼的心。 我愿为灾民、为孤儿贡献出我一切力

量。”在此次义演活动中，陈素珍所演的《叶含嫣》
一剧非常成功，取得“满堂红”的效果，引起了较大

社会反响。
另外，大灾期间在重庆组织开展赈灾义演的还

有冯玉祥和王宠惠。 冯玉祥时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

副委员长，并任中华基督徒全国联合会会长；王宠惠

是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 此

二人均有政治背景，也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为了帮助

河南赈灾，冯玉祥及王宠惠发起了“豫灾筹振会”，
并与重庆市社会局进行接洽，拟定的救灾办法具体

如下：“一、以赈灾名义筹款，如电影公映、戏剧公

演、书画展览、音乐会等，二、以赈灾名义募捐，即编

印捐册、分头募捐。”据统计，仅基督教教会就通过

电影公映、戏剧公演、书画助赈等，获得赈款二十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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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元，统计时捐款活动仍在继续。

在豫灾筹款义演活动中，各类民间团体、社会知

名人物是重要的组织者，他们代表了当时不同阶层

的社会力量，通过义演筹款赈济河南灾民，表达同情

与关注。 这种方式也反映了该时期义演筹款的社会

认可度。

四、河南特大灾荒时期赈灾义演的特点与认识

１９４２—１９４３ 年河南特大旱灾，是一次多发性的

自然灾害，有研究显示，灾害造成约 ２００ 万人死亡，
成千上万灾民流离失所，其境哀鸿遍野，满目疮

痍。在紧张的救灾阶段，国民政府采取急赈、移民、
平粜等救助措施，使一部分灾民得到了救济。 但同

时，严重的大面积灾情，完全依靠政府救灾无疑具有

局限性。 面对饿殍遍地、民不聊生的惨状，全国各地

民间力量以义演形式筹款赈灾，发挥积极作用。 在

实践中，义演筹款显示出如下特点。
第一，民间力量将募得的赈款及换得的赈灾物

资，通过民间渠道直接汇（送）往灾区，避免官吏从

中间盘剥。 １９４２—１９４３ 年的大灾荒所造成的巨大

社会灾难，引起全国各地民众的同情、关注和支持。
除文章前述事例外，１９４３ 年年初，旅居重庆江津县

白沙镇的河南同乡也在积极行动，发起成立“旅沙

同乡赈灾委员会”，邀请当地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学

生，以及国立二中同学会白沙区分会会员等，举办义

演赈灾筹款。 据报纸记载，“二月二十七、八两日晚

间假座本镇乡村师范学校大礼堂，公演话剧，并表演

游艺”。 此次赈灾筹款演出为期两天，第一天，
“观众潮水似地涌进，连查票者都感到难于应付

了”，第二天依然是许多人“不迟疑地赶来”。 两天

演出，由于得到广大民众支持，筹款取得较好成绩，
同乡会把所得资金“除演出的一部分开支外，约有

十万元”结余款项，全部直接汇往河南帮助赈灾。

此时，上海民间组织崇德善会，于 １９４３ 年 ４ 月

９、１０ 两日在皇后大戏院举办义演募捐，票价收入全

部“充作救济灾民之需”，并前往无锡购买豆饼、苞
米、高粱等物运往河南开封等处，发给灾黎。如此

将筹到的资金直接汇往灾区、将物质直接运往灾区，
避免了经手官员的层层盘剥，最大限度保证灾民得

到救济。
第二，筹赈同时，义演在民众中广泛宣传抗战思

想和爱国意识，同时培育着中国民众的民族主义情

怀。 河南大灾荒发生在抗日战争最为艰苦的阶段，
民族危机空前严重，赈灾义演在筹款同时也在表达

中华民族精神和爱国热情。 抗战时期的民族认同，
是灾荒救助背景下慈善义演的重要功能，对爱国情

感与民族精神的发扬具有重要意义。 严重的灾荒使

河南处于战乱与灾荒相交织的困苦之中，社会生态

十分复杂，赈灾义演相对于其他救灾措施，确有其特

殊性，但在发动民众捐献资金，以及救灾宣传等方面

有强化作用。 义演在唤醒广大民众的爱国意识，对
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抗战号召力具有积极

意义。
抗日战争开始后，宋庆龄在香港发起“保卫中

国同盟”，旨在宣传抗战、争取外援。 河南大灾荒发

生后，为了有效集中救灾资金，她又以“赈济豫灾国

际足球赛”为号召，并将义赛收入交由宝鸡豫灾赈

济委员会，义赛筹款将抗战与赈灾有效结合起来，救
亡与救灾密切结合，客观上“发挥了救灾救国的作

用”。在义演筹款过程中，无论演出内容、演出目

的，还是演出效果，均体现出组织者由一般性“社会

救助”向高级“民族大义”提升的趋势，义演参与者

的民族主义情感得到充分展现。 因此，赈灾义演的

社会影响力也日趋明显。 义赛所募集到的资金作为

赈灾款项，表达爱国情怀，有助于促进民族认同，激
发民族精神。

第三，河南同乡会为各地赈灾义演的主要发起

人和组织者，各地民间组织是赈灾义演的重要辅助

者和支持者。 民国时期河南人走出本省向外发展的

非常多，此时各地民间团体在社会事务中作用日益

显著。 遍布全国各地的河南同乡会是赈灾义演的主

体力量，文章所见，从陕西河南同乡会发起的豫剧义

演，到重庆河南同乡会、昆明河南同乡会、桂林河南

同乡会以及其他各地同乡会发起的平剧义演及游艺

节目大会串等，将当地知名人士和知名艺人联合起

来。 他们在义演过程中不计个人名利，贡献才艺，大
力支持募捐活动，为河南灾区民众提供经济救助与

精神抚慰。 在豫灾赈济过程中，设立粥厂、设立收容

所是具体救灾方式，而资金缺乏是最重要的问题。
那么，组织义演是最有效、最显著的筹款方式，此类

筹款也为各地普通民众参与赈灾提供了机会，充分

调动了社会民众的赈灾参与度与救灾积极性。
河南大灾荒处于抗日战争期间，上海各旅沪同

乡会与其他同乡会遵照国民政府的通告，大都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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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但事实上活动仍在进行，１９４３ 年下半年，旅
沪河南同乡会与黄金荣、袁履登、徐朗西等上海大亨

接洽，借助于他们的支持，通过《申报》《新闻报》《中
华日报》发布广告为赈灾筹款义演新戏，借皇后大

戏院义演。上海小型报业同时发起“演剧筹赈”。
１９４３ 年 ６ 月，上海小型报业同行主办华北赈灾会

“以《上海日报》《力报》《海报》《社会日报》《东方日

报》《吉报》《罗宾汉》《戏剧日报》《戏世界》《繁华日

报》等十家为当然发起人”，联合举行“演剧筹赈”，
对灾情重大的华北五省给予资助。

五、结语

限于研究的不足与灾荒赈灾统计的缺失，我们

无法用数据展示义演的赈灾实效，然而近代自晚清

“丁戊奇荒”开始出现的义演活动，每逢灾难总会出

现，并且随着社会发展日益增多，成为慈善公益活动

常见的筹款手段，这些事实证明了人们对其筹赈实

效的认可。
引人思考的是，大灾之时各地赈灾义演普遍开

展，义演的欢愉无疑与惨烈的社会灾难形成巨大反

差，如朱从兵说：“如果义演救助的是灾民或难民、
身处困境之人，受助者可能是悲凉的。” “但几家欢

喜几家愁，则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笔者认为，
义演之所以能快速筹款，与娱乐演出对民众的吸引

确有关系，但河南特大灾荒之时，实情并非如此。 在

资金极度缺乏、赈灾极为迫切的情况下，是传媒舆论

所形成的导向力量成就了义演筹款的成效与成功。
义演活动是一种实体传媒，“大众传媒既是信息传

播的物质载体，也是促使大众传播者与受众得以交

流的中介和纽带，更是形成、复制、扩散和放大社会

舆论的社会工具”。 河南特大灾荒期间，各种媒体

通过报刊、图片、器物、影像对灾情进行广泛传播，扩
大了社会舆论的力量，形成积极的社会氛围，加之媒

体对赈灾义演活动的广泛宣传，灾难剧对灾情的传

递，组织者现场声泪俱下的诉说等，舆论形成的感染

力量促使人们伸出援手。 不少演出收入比剧场售券

收入要高很多，这来自于义演现场受感动民众的直

接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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